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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泥沙来源研究作为土壤侵蚀研究的关键内容之一，对水土保持措施的科学布设具有重要意义。复合指纹

识别法是目前研究泥沙来源的较先进方法之一，在泥沙来源研究中具有较大的应用潜力。然而，颗粒分选作用

对运用复合指纹识别法判别沉积物来源的准确性有重大影响。加之，有机质等代表的土壤属性（指纹因子）随颗

粒分选在不同粒径范围发生富集或贫化也对源地的正确分类与贡献的准确估算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基于前

人对复合指纹识别水力侵蚀泥沙来源的相关研究，总结侵蚀泥沙中指纹因子的富集或贫化、颗粒分选对指纹因

子的颗粒粒径分布特征、指纹因子载体颗粒粒径范围选择、土壤团聚体对泥沙来源识别的影响、模型中颗粒分

选和有机质因子的量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明确颗粒分选和有机质因子对复合指纹识别泥沙来源的影响，有利

于正确运用复合指纹识别法准确判定泥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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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侵蚀是全球性的重大环境问题之一，与

粮食安全、水资源危机、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

统崩溃等多种全球高风险事件密切相关 [1]。中国

土壤侵蚀表现非常强烈，约 1/3 的国土面积受土壤

侵蚀危害，因而土壤侵蚀防治一直是国家重视的

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近几十年，研究者对土

壤侵蚀特征、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等开展了大量研

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为优化水土保持措施配

置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然而，泥沙来源作为土

壤侵蚀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泥沙源地的准确

识别、源地对泥沙的贡献量化、泥沙来源指示的侵

蚀环境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等方面仍然有待深入。

目前，泥沙来源研究主要通过小区法、把口站

泥沙观测、大面积调查、模型模拟、元素示踪法、指

纹识别等方法在小区、流域和区域尺度开展[2,3]。其

中，指纹识别法，尤其是复合指纹识别法较其他方

法具有操作便利、时空尺度灵活、结果丰富等特点，

在泥沙来源研究中具有很好的应用潜力。复合指

纹识别法从泥沙本身入手，基于泥沙是土壤侵蚀

的产物，也是地球化学元素、养分、污染物等迁移

的载体，其来源与数量可直接反应泥沙源地的特

征这一事实，把泥沙作为指纹因子的载体，运用复

合指纹法追溯泥沙来源[4,5]。因此，基于源地土壤和

泥沙中的可测、稳定性质（指纹因子）能有效区分

不同源地对泥沙的贡献这一基本假设，复合指纹

识别法通过源地分类、指纹因子筛选和源地贡献

估算这 3 个基本步骤实现泥沙来源的定量判别[6,7]。

从而避免了对复杂的泥沙输移、沉积等过程的研

究，为获得较准确的泥沙来源量化结果提供了可能。

随着复合指纹识别法在泥沙来源定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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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沙来源对侵蚀环境演变的指示、污染物和养分

元素的迁移追溯等方面的研究发展[8~10]，复合指纹

识别方法本身也不断发展进步，其方法体系逐渐

完善，指纹因子库日渐丰富，有效指纹因子组的筛

选方法得到发展，来源贡献估算模型多元化，泥沙

来源识别结果的不确定性及其解决方案探讨逐渐

深入[11,12]。然而，复合指纹识别泥沙来源研究中仍

然存在诸多制约其研究结果准确性的重要问题。

如，2 种指纹因子筛选方法（最佳指纹因子组和多

组指纹因子组）在有效指纹因子组筛选中的合理

性与可靠性，类型繁多模型的选用，颗粒分选和有

机质因子对准确量化泥沙来源的影响[6,13,14]。颗粒

分选、有机质等关键因子是链接模型与有效指纹

因子的关键环节，二者的选用与量化对源地正确

分类及贡献准确估算均有影响，是影响方法可靠

性和结果准确性的关键。本文通过回顾前人关于

指纹识别水力侵蚀泥沙来源的相关研究，探讨颗

粒分选和有机质因子对采用复合指纹识别法定量

判别泥沙来源的影响，为深入研究二者作为指纹

因子或模型参数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解决二者对

复合指纹识别泥沙来源准确性的影响提供依据。 

1    颗粒分选对指纹因子源地判别的

影响
 

1.1    侵蚀泥沙中指纹因子的富集或贫化

颗粒粒径是影响指纹因子源地判别力的关键

因素之一，直接影响源地分类的准确性，进而影响

泥沙的源地贡献估算。然而，土壤颗粒在侵蚀、搬

运、沉积过程中的分选作用导致部分指纹因子在

某些粒径范围内出现富集或贫化，改变指纹因子

在不同颗粒粒径范围的含量、分布等特征，从而影

响指纹因子对源地的正确分类。对于某些粒径范

围的颗粒，源地土壤和沉积泥沙中的指纹因子含

量及分布完全不同，并不适宜作为指纹因子载体

颗粒判定泥沙等沉积物的来源。以有机质为例，在

分选作用影响下，有机质会选择性地吸附在细颗

粒中[15]。因此，当土壤中的细颗粒因分选作用发生

聚集性沉积时，有机质也会随之发生富集。此时，

倘若采用人工混样（artificial mixture）的方法将源

地土壤混合成“泥沙”，该“泥沙”与经分选形成的

泥沙即使有类似的颗粒组成，有机质含量却可能

相差甚远[16]。然而，土壤携带的许多指纹因子有类

似的富集或贫化特性，这正是依据源地土壤的指

纹因子判别泥沙来源的关键误差来源之一 [13]

（表 1）。现有研究表明，不同的指纹因子经分选后

可能在不同的粒径范围内发生富集或贫化。如，黄

土高原黄土及其侵蚀泥沙/沉积物中， Be-7 主要吸

附在<1 μm 的细颗粒内[22]，稀土元素通常富集在<
75 μm 颗粒[23]，全氮、全磷等养分元素往往在<1 μm
内发生富集[24]。可见，选择适宜的颗粒粒径范围在

复合指纹识别泥沙来源中至关重要，如若作为指

纹因子载体的颗粒粒径不具代表性，则可能对泥

沙来源判别结果造成不可预期的影响[25,26]。 

1.2    指纹因子载体颗粒粒径范围的选择

为明确指纹因子的适宜载体颗粒粒径范围，

现有研究几乎尝试了所有的土壤粒径范围，包括

<2 000  μm、<1 000  μm、<500 μm、<250 μm、<125
μm、<63 μm、<10 μm，以及某些特定的粒径范围

（如 10~63 μm、125~250 μm），以及同时使用不同

粒径范围的指纹因子（有效指纹因子组来自不同

粒径范围），最常用的是<63 μm 的颗粒（粘粒和粉

粒）[11,27,28]。究其原因，一方面<63 μm 的颗粒是河流、

湖泊、三角洲等悬浮物的主体成分，在以面蚀为主

要形式的侵蚀过程会发生优先输移 [29]；另一方面

63 μm 是直接采用筛分（干筛或湿筛）可以分离的

最小粒径[13]。此外，<63 μm 的颗粒对养分、放射性

元素、有机物污染物、部分金属元素常表现出明显

的吸附作用[27,30]。目前，有研究分析 63~125 μm 颗

粒的指纹因子，因为 125 μm 是以悬移方式输移颗

粒的上限，且 63~125 μm 的颗粒是悬移质的主要

组分[31,32]。近几年，部分研究者建议使用<10 μm 的

颗粒作为指纹因子的载体颗粒，以减小泥沙来源

贡献定量的不确定性[11]。虽然研究认为采用范围

狭窄且较细的颗粒作为指纹因子载体可以降低结

果的不确定性[20,33]，但并非某一粒径范围的土壤颗

粒可作为通用的指纹因子载体，因为指纹因子筛

选中采用的颗粒粒径范围还与具体的研究密切相

关。若土壤较粗（如沙质土壤），土壤中某一粒径范

围的细颗粒（如<63 μm 或<10 μm）含量很少，一方

面很难筛分获得足够量的细颗粒用于测试，更重

要的是该粒径范围的颗粒并不能良好代表土壤/泥
沙的主要组分及指纹因子在土壤/泥沙主体组分中

的分布[34]。这样的颗粒作为指纹因子的载体其代

表性令人质疑。可见，在选用指纹因子的粒径范围

时，需要充分考虑指纹因子形成其特征的环境条

件，包括土壤及其母质的性质、地形地貌、侵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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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植被情况等。上述因素可能导致侵蚀或沉积

程度发生改变，进而影响侵蚀泥沙不同颗粒粒径

内指纹因子的含量[35]。此外，在源地贡献估算中要

注意指纹因子颗粒粒径范围的影响。

综上所述，由于某一粒径范围的颗粒并非通

用，有效指纹因子的筛选在考虑范围狭窄且较细

的粒径范围的同时，应结合具体研究的地质特征、

环境条件等物理基础。在充分考虑选取的指纹因

子载体颗粒粒径对研究土壤和泥沙主体颗粒组分

的代表性基础上，才能获得源地判别准确性较好

的有效指纹因子组合。 

1.3    土壤团聚体对泥沙来源识别的影响

在泥沙输移、沉积过程中，土壤颗粒实质是团

聚体和原始颗粒（primary particle）的混合物。然而，

现有的复合指纹识别泥沙来源中，团聚体的影响

研究十分薄弱。目前，大多研究依据团聚体完全分

散后的原始颗粒筛选有效指纹因子组，而少有考

虑包含团聚体的有效颗粒（ effective/aggregated
particle）[36,37]（表 2）。其原因主要来自以下两方面，

首先，团聚体的影响因素复杂，土壤质地、结构、有

机质含量、土地利用类型、侵蚀动力、泥沙输移距

离、地形、植被等都会对团聚体造成影响[43,44]，团聚

体特征多变，难以在研究中获得稳定团聚体及其

特征，也难以研究获得稳定团聚体及其与指纹因

子的关系。若未明确团聚体的迁移、沉积特征及其

对指纹因子的影响，而依据该易变且难以准确量

化的有效/团聚体粒径作为指纹因子载体，会大大

降低泥沙源地判别的准确性。其次，前人研究发现

分散团聚体后的原始颗粒也能良好表示指纹因子

在土壤或泥沙中的特征[45,46]。

事实上，团聚体作为土壤的基本结构单元，与

土壤侵蚀及泥沙搬运密切相关。侵蚀泥沙的搬运、

沉积过程中，团聚体会改变泥沙的有效颗粒粒径（

包含团聚体在内）及其分选特性[47,48]，导致沉积泥

沙的颗粒粒径及其携带的指纹因子既不同于源地

土壤，也不同于完全分散的原始土壤颗粒。要依据

源地土壤和沉积泥沙准确追踪泥沙来源，考虑团

聚体的影响十分重要和必要，这是在未来的研究

中需要加强的方面。 

1.4    颗粒粒径作为指纹因子的可行性

泥沙颗粒在输移、沉积过程中的分选表明，颗

粒的分选十分复杂，尤其是考虑团聚体影响的情

 
表 1    部分常用指纹因子在不同粒径范围的分布

Table 1    Grain size distribution for some common fingerprints
 

指纹因子 土壤类型 研究区域 不同粒径范围的因子分布特征

a
低频磁化率

[17] 黑土 中国黑龙江 在各粒径范围团聚体内均匀分布

紫色土 中国重庆 在各粒径范围团聚体内均匀分布

栗钙土 中国内蒙古 <50 μm团聚体内显著增大，>2 000 μm团聚

体内未检测到磁性

红土 中国江西 <50 μm团聚体内未检测到磁性，>50 μm团聚

体内几乎均匀分布
b
稀土元素

[18] 迈阿密粉壤土 美国西拉斐特 粉粒团聚体内含量增大，>53 μm团聚体内均

匀分布
c
地球化学元素和稀土元素

[19] 黄土 中国新疆 大多元素（除Na和Ca）<20 μm团聚体颗粒元

素含量显著增大；Na和Ca在20~75 μm范围内增加
d
放射性核素

[20] 火山灰土、淋溶土、铁铝土、

灰化土、薄层土

法国Pierroton，
Laqueuille等地

<2 μm颗粒内富集

eSOC[21] 粉壤土（Dystrochrept） 日本歌山县 <63 μm颗粒内增大

注：
a
测定的土壤团聚体范围为<50、50~100、100~200、200~500、500~2 000、2 000~5 000 μm 和>5 000 μm；

b
稀土元素包括 La、Nd、Pr、Sm、Gd，测试的土壤团聚体粒径范围分别为 <10、10~25、25~38、38~53、53~210、210~500、500~1 000、1 000~

2 000、2 000~4 750 μm 和>4 750 μm；
c
测定的地球化学元素包括常量元素氧化物（CaO、MgO、FeO、Al2O3、K2O、Na2O、MnO、TiO2 和 P2O5）和微量元素（Li、B、V、Co、Cu、Ga、Sr、

Zr、Mo、Cs、Hf、Tl、Bi、Be、U、Sc、Cr、Ni、Zn、Rb、Y、Nb、Sn、Ba、Ta、Pb 和 Th），稀土元素包括 La、Ce、Pr、Nd、Sm、Eu、Gd、Tb、Dy、Ho、Er、
Tm、Yb 和 Lu；测定使用 HCl 去除 CaCO3 后的颗粒，粒径范围为<5 μm、5~20 μm、20~75 μm 和>75 μm；
d
测定的放射性核素包括 Cs-137、Be-10、Be-7、Pbxs-210、Pbex-210。5 种土壤测试了<2 μm 和<2 000 μm 团聚体颗粒中的 Cs-137、Be-10 和

Pbxs-210 含量；
e
测定的颗粒为使用六偏磷酸钠分散后的土壤颗粒，粒径范围为<63 μm 和 63~2 00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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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若将颗粒粒径、分选系数等参数作为指纹因

子，也可能影响源地的正确识别。研究表明，土壤

颗粒分选受土壤机械组成及结构、团聚体特征、地

形地貌条件、植被状况、土地利用类型、侵蚀动力、

搬运距离等因素综合影响[49~51]。因而，部分学者认

为土壤颗粒的分选性过于复杂而难以预测，颗粒

粒径、分选系数等参数易发生不可预测的改变，不

具有保守性，不适宜作为指纹因子[13]。另一方面，

也有研究发现粒径作为指纹因子可以指示地质特

征差异显著的沉积物来源[52,53]。颗粒粒径、分选系

数等参数用作指纹因子的可行性及其对源地分类

正确性和泥沙的源地贡献估算准确性的影响，不

能仅停留在经验性结果的水平，需要通过深入的

机理研究，明确其对准确量化泥沙来源的影响。 

2    有机质对指纹因子源地正确识别

的影响

有机质是影响土壤团聚体形成及其特征的重

要因素之一，其主要通过以下 3 种方式影响指纹

因子对源地的正确识别。首先，有机质会影响团聚

体的数量、粒径大小、稳定性等，导致以团聚体和

原始颗粒混合物形式发生搬运、沉积的侵蚀泥沙

的有效颗粒粒径、分选等特征发生改变，从而影响

指纹因子的保守性[54]。其次，有机质可与土壤中的

矿物、污染物、养分等结合，导致土壤中的相关指

纹因子在不同粒径范围颗粒中的分布发生富集或

贫化，从而在泥沙的输移和沉积过程中改变指纹

因子的粒径分布特征[27,55]。再次，当有机质作为指

纹因子时，其本身在迁移过程中容易因在径流和

泥沙中的分配、植物拦截或吸收等因素发生改变，

也会对泥沙来源识别的准确性造成影响[19]。然而，

也有部分研究认为，有机质作为指纹因子可从各

类源地中识别出农地，也可有效区分来自表层和

下层土壤的泥沙，还可追踪养分迁移，可作为指纹

因子识别泥沙来源，对面源污染物的源与汇具有

良好的指示作用[56,57]。 

3    颗粒分选与有机质因子对源地贡

献估算准确性的影响

源地对沉积物的贡献通过求解模型的方法估

算。源地贡献即为基于筛选的有效指纹因子组求

解的超定方程的最优解析解。因而，对指纹因子组

造成影响的因素也会影响模型估算的准确性。有

研究认为有机质含量、颗粒分选因子是影响指纹

因子浓度分布的最重要因素[58]。目前常用的多元

混合模型、贝叶斯模型、蒙特卡罗模型、广义似然

不确定估计（Generalized  Likelihood  Uncertainty
Estimation, GLUE）等，均基于筛选的指纹因子组

估算源地对泥沙的贡献[9,59~61]。由于以源地样品为

依据开展的有效指纹因子组的筛选中，忽略了泥

沙样品的分选及其造成的指纹因子富集/贫化，因

而，贡献估算中常用颗粒分选、有机质含量等进行

 
表 2    前人研究中测试指纹因子前常用的土壤团聚体分散方法

Table 2    Common soil aggregates dispersion methods for the testing of fingerprints in previous studies
 

分散方法分类及其描述 沉积物类型 研究区域 指纹因子

物理分散 超声波 土样加水制成悬浊液

后超声分散

上二叠纪页岩、第四

纪砂岩、三叠纪砂岩

和侏罗纪白云岩

南非东开普省卡鲁中

部小流域
矿物磁性

[37]

加热煮沸 在蒸馏水中煮沸 上新纪沉积物、湖泥

灰岩相沉积物

土耳其布格杜兹流域

（Büğdüz）
地球化学元素

[38]

化学分散 化学试剂分散 H C l、H N O 3、H F和

HClO4

晚更新世和全新世沉

积物、漂石壤土和地

幔壤土、冰川沉积物

俄国普罗提瓦河左岸

小流域

稀土元素、地球化学

元素
[35]

H2O2和HCl 黄土沉积物 中国伊犁盆地 地球化学元素
[39]

Calgon 中新世砂质、青釉质，

始新世砂质、硅藻土

沉积物

美国马里兰州罗德河

流域
矿物磁性

[40]

（NaPO3）6 河流沉积物 美国上帕卢兹盆地哈

佛溪子流域
C、N同位素以及C/N[41]

物理−化学联合分散 化学−超声分散 Calgon分散后超声 灰岩、砂岩、粉砂岩和

泥岩

英国巴森怀特湖流域 地球化学元素和矿物

磁性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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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

研究者们一直致力于探究颗粒分选和有机质

因子在模型中的使用和表达，前人尝试了使用二

者之一、同时使用、同时忽略等情形，却存在不校

正可能导致估算的贡献结果不确定过大、同时校

正可能存在过度校正、二者选一则无法确定何者

更优等争议[21,58,62]。对 2 个因子的校正表达方式也

有多种，如颗粒分选性用比表面积、分选系数等表

示，有机质因子多用粘粒、粉粒等不同粒径范围土

壤中的有机质含量表示[15,63,64] （表 3）。此外，研究

者们虽然认同颗粒分选与有机质因子之间存在关

联，现有研究却一直把两个因子独立对待，少有模

型考虑二者之间的相关性，统一量化这 2 个因子

对源地贡献的共同影响。此外，研究者在量化有

效指纹因子组中各指纹因子对源地识别能力的差

异及其浓度量级差异等对源地贡献造成的影响时，

也需要考虑颗粒分选与有机质因子与指纹因子富

集/贫化的关系，以避免过度校正的风险[70]。可见，

明确颗粒分选对指纹因子的影响，是准确量化模

型中参数选用与量化的关键。未来的研究应在明

确颗粒分选与有机质内在关系的基础上，采用考

虑二者相关性的校正参数对模型进行校正。 

4    结论与展望

在复合指纹识别泥沙来源研究中，颗粒分选

和有机质因子对结果的准确性有重要影响，其不

仅影响源地的正确分类，也影响源地对泥沙贡献

估算的准确性。明确二者的选用与在模型中的量

化，是提高复合指纹识别泥沙来源结果准确性的

关键问题之一。未来的研究中，首先要重视对方法

本身的研究，在采用科学的试验方法获取可靠数

据的基础上，深入探讨颗粒分选和有机质因子对

复合指纹识别泥沙来源准确性的影响。其次，由于

颗粒分选与有机质之间存在密切关联，颗粒分选

会造成有机质及其他指纹因子在某些颗粒粒径范

围的富集或贫化，有机质又会通过影响土壤团聚

体的特征改变土壤的颗粒粒径及其分选。加强颗

粒分选与有机质因子间的定量关系研究，才能保

障有效判别指纹因子的准确识别，为准确识别泥

沙源地奠定基础。再次，由于颗粒分选是导致有机

质及其他指纹因子在源地土壤和泥沙中，尤其是

不同粒径范围的源地土壤与泥沙中分布特征发生

改变的根本原因，必须明确颗粒分选对指纹因子

的影响，同时综合考虑颗粒分选和有机质因子对

整个方法体系的影响。不仅需要明确二者是否可

作为指纹因子判别泥沙源地，也需要明确二者在

模型中的选用与量化，更需要明确二者入选有效

指纹因子组的情况下，应如何考虑二者在模型中

的选用及量化。总之，颗粒分选与有机质因子作为

影响复合指纹识别泥沙来源结果准确性的关键因

子，明确二者对复合指纹识别泥沙来源准确性的

影响，才能建立可靠的复合指纹识别方法，为不同

尺度的泥沙来源准确定量提供可靠的方法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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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article Sorting and Organic Matter on Sediment
Source Study Using Composite Fingerprints

Zhang Jiaqiong1,2，Wang Xiaotong1，Yang Mingyi1,2，Liu Ying1，Zhang Fengbao1,2，Yin Minfeng1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oil Erosion and Dryland Farming on the Loess Plateau, Institut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Shaanxi, China; 2. Institut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and Ministry, Yangling 712100, Shaanxi, China）

Abstract:  Sediment source study is one of the key aspects of soil erosion research, which is significa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rosion control measures. The composite fingerprints, which has good utilization potential-
ity, is one of the most advanced approaches for sediment source study to data. However, particles sorting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accuracy of sediment source discriminant based on the composite fingerprints.  Addi-
tionally,  the  properties  of  soil  (such as  organic  matter),  using as  fingerprints  enrich  or  deplete  in  some grain
size ranges, which further affect the correctness of sediment source classification and the discriminating accur-
acy of sediment sources.  Thus,  this study focused on sediment formed by water erosion,  summarized the en-
riching or depleting characteristics of fingerprints, distribution of fingerprints in different grain size ranges, se-
lection of particles size ranges for fingerprints, influence of aggregates on sediment source discrimination, and
correction of particle sorting and organic matter content in the estimation models for sediment sources. This re-
view  is  helpful  for  insightful  understanding  to  the  effect  of  particle  sorting  and  organic  matter  on  sediment
source study using the composite fingerprints.

Key words:  composite fingerprints; sediment source; particle sorting; grain size; organic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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